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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青春期到成年期过渡阶段的大学生，在当今节

奏快速、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学业、就业、

人际关系等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往往伴随着负性情绪的

产生。负性情绪（Negative Emotions）是指个体一种主观

体验到的情绪低落和不愉快，主要包含了抑郁、焦虑和

压力三种情绪［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报告》中指出，21.4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抑郁风险，

45.28%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焦虑风险。在不同国家的大

学生群体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发生率均处于中高水 

平［2-4］。抑郁、焦虑、压力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如果长期不加以疏导，可能会导致大学生的辍学率提

升、自杀倾向增加、人际关系受损等［3］，从而对个人

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研究大学生的负性情绪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深入了解负性情绪的影响

因素，可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帮助

大学生更好地应对负性情绪，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

一项针对欧洲7国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校园欺凌的

发生率为18.20%［5］，在我国10～18岁的青少年中，校园

欺凌的发生率为13.13%［6］。校园欺凌虽然在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发生率存在差异，但它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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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校园欺凌指的是以校园为背景发生的欺凌事件，

它包含了身体、言语、关系及网络层面的攻击，如肢体

上的推搡、言语上的嘲笑、社交上的排挤、网络中的攻

击等［7］，无论何种层面的校园欺凌都会对受害者造成严

重的后果。在中小学生群体中，遭遇校园欺凌的学生更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孤独等负性情绪［8-10］，更容易出

现逃课、辍学等现象［11］，甚至更容易出现自残、自杀等

行为［6，12］。在大学生群体中，遭遇校园欺凌后更容易出

现情绪障碍［13］。尽管校园欺凌大多发生在儿童期和青少

年时期，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到成人阶段。研究

指出，曾遭受过校园欺凌的人在成年后也会表现出更低

的情绪调节能力、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社交焦虑 

等［14，1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欺凌经历

与负性情绪存在正相关。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是

个体对自我意义和价值的综合评价［16］。 根据罗森伯

格的观点，自尊似乎在儿童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因为它构成了自我归因的基础，即一个人以有意

义和令人满意的方式与他人联系的程度［16］。研究表

明，校园欺凌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遭遇过校园欺凌

的人更容易出现低自尊［17］，而低自尊可以显著预测抑

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1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2：自尊在大学生的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间起到中介

作用。

“躺平”是指部分青年人在“内卷”的社会中，

当所承受的压力突破个体心理临界时，选择放弃努

力、消极逃避的精神或行为状态［19］。体验回避模型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认为，不愉快的事件会引

发个体产生不愉快的内在体验，这种体验让个体痛苦，

因而会想要逃避或者回避［20］。根据存在主义理论，人生

来就渴望找到生命的意义［21］，而长期“躺平”可能会导

致个体的无意义感，从而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

怀疑［22］，进而降低个体的自尊心。此外，“躺平”与负

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23］，即越倾向于“躺平”的个体

存在的负性情绪越多。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躺

平”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及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

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图 1  假设模型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hypothetical model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公式 N =
Z2×［p×（1-p）］

E2 
计算样本量。其中

N为样本量，Z为统计量，E为误差值，p为概率值。

本研究中，Z=1.96（置信度为95%），E=3%，p=40%

（既往研究中青少年校园欺凌检出率为33.36%［24］），

计算出样本量为1024人，进一步设定10%的无应答率

和90%的问卷合格率，最终计算出所需最低样本量为

1264人。

在浙江省选取两所高校，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

受试者自愿参加并填写问卷，问卷调查使用统一指导

语，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现场答疑。共发放问卷1618

份，回收有效问卷1532份，问卷有效率为94.68%。受

试者年龄16～24（18.7±0.8）岁；男生745人，女生

787人；家庭完整1305人，单亲家庭146人，重组家庭

81人。

1.2  工具

1.2.1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25］

共21个条目，包含抑郁、焦虑、压力三个维度，

测量被试在过去一个星期的感受。量表采用0～3四级

计分，总平均分越高表明个体负性情绪程度越严重。

将每个分量表的得分乘以2，可以进行程度的划分。抑

郁维度：0～9分为正常，10～13分为轻度，14～20分为

中度，21～27分为重度，28～42分为非常严重；焦虑维

度：0～7分为正常，8～9分为轻度，10～14分为中度，

15～19分为重度，20～42分为非常严重；压力维度：

0～14分为正常，15～18分为轻度，19～25分为中度，

26～33分为重度，34～42分为非常严重。本研究中3个分

量表及总量表的Cronbacha’α 系数分别为0.881、0.867、

0.877、0.953。

1.2.2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回溯版）（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retrospective version，

DBVS-R）［26］

共17个条目，第13条用于考察被试是否觉得自己

受到了欺凌，不计入总分。剩余的16个条目分为言语欺

凌、身体欺凌、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维度。量

表采用1～6六级计分。被试在回答每一个题目时需要分

别回答小学时、初中时、高中时和大学入学以来的受欺

凌情况。该量表各条目得分计四个时段在该条目下的均

分，总分计四个时段总分的均值，总均分越高说明个体

过往被欺凌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4个分量表及总量表

的Cronbacha’α 系数分别为0.916、0.921、0.921、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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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5。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27］ 

共10个条目，采用1～5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

体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a’α系数为0.843。

1.2.4  “ 躺 平 ” 量 表（“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LFTS）［28］

共6个条目，采用1～4四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

躺平的倾向越高。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5。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6.0和海因斯（Hayes）开发的Process3.3插

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信度分析、描述性统

计、相关分析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3个，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

释量为30.52%，小于40%。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不存在明显

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大学生负性情绪现状分析

1532名大学生中，出现轻度及以上抑郁症状的307

人，检出率为20.04%；出现轻度及以上焦虑症状的479

人，检出率为31.27%；出现轻度及以上压力症状的205

人，检出率为13.38%，如表1所示。

表 1  大学生抑郁、焦虑、压力程度状况［例数（%）］

Table 1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levels of college 
students

程度
分量表

抑郁 焦虑 压力

正常 1225（79.96） 1053（68.73） 1327（86.62）

轻度 112（7.31） 122（7.96） 76（4.96）

中度 134（8.75） 208（13.58） 69（4.50）

重度 32（2.09） 49（3.20） 44（2.87）

非常严重 29（1.89） 100（6.53） 16（1.04）

此外，大学生负性情绪在性别、年龄、生源地等

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0.05），仅在家庭结构

上存在差异，家庭结构完整的大学生负性情绪显著低

于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1.4±0.5）vs.（1.5±0.5）

vs.（1.6±0.6），F（1531）=6.95，p<0.001］。

2.3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自尊及“躺平”

倾向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经历与

“躺平”倾向、负性情绪呈正相关，与自尊呈负相关；

自尊与“躺平”倾向、负性情绪呈负相关，“躺平”倾

向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p值均<0.001）。

表 2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自尊及“躺平”的相关分

析（r）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elf-esteem and “lying flat” 

tendency (r)

变量 x±s 校园欺凌经历 自尊 “躺平”倾向

校园欺凌经历 1.27±0.43

自尊 2.99±0.58 -0.20***

“躺平”倾向 2.18±0.71 0.20*** -0.36***

负性情绪 0.41±0.51 0.45*** -0.43*** 0.37***

注：*** p<0.001。

2.4  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

效应

使用海因斯编制的SPSS宏PROCESS模型4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将校园欺凌经历作为预测变量，自尊

作为中介变量，负性情绪作为结果变量，性别、年

龄、家庭结构作为控制变量，通过重复抽取5000个

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

情绪有预测作用（β =0.45， t=19.52，p<0.001），

放 入 中 介 变 量 自 尊 后 ， 校 园 欺 凌 经 历 对 负 性 情 绪

的 直 接 预 测 作 用 依 然 显 著 （β = 0 . 3 8 ， t = 1 7 . 6 5 ，

p<0.001）。校园欺凌经历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β =-0.19， t=-7.60，p<0.001），自尊对负性情

绪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35， t=-16.46，

p<0.001）。此外，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直接

效应和自尊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可信区间的上、

下限均不包含0，如表4所示，表明校园欺凌经历既

可以直接预测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又可以间接预测，

其中，间接预测是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直接效应（0.38）和中介效应（0.07）分别占总效应

（0.45）的84.44%和15.56%。

表 3  负性情绪、校园欺凌经历及自尊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The mediating model test of negative 
emotions,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

esteem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值 p 值

负性情绪 校园欺凌经历 0.45 0.02 19.52 <0.001

自尊 校园欺凌经历 -0.19 0.02 -7.60 <0.001

负性情绪 校园欺凌经历 0.38 0.02 17.65 <0.001

自尊 -0.35 0.02 -16.46 <0.001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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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得分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效应值 95%CI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总效应） 0.45 0.00 ～ 0.01

自尊→负性情绪（中介效应） 0.07 0.05 ～ 0.09

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直接效应） 0.38 0.32 ～ 0.44

2.5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负性情绪与

自尊间的调节效应

使用SPSS宏PROCESS模型8，在控制性别、年龄、

家庭结构的情况下检验“躺平”倾向的调节效应。结果

如表5所示，将“躺平”倾向放入模型后，“躺平”倾

向显著预测负性情绪（β =0.14，t=8.74，p<0.001），校

园欺凌与“躺平”倾向的乘积项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

显著（β =0.10，t=4.00，p<0.001）。“躺平”倾向显著

负向预测自尊（β=-0.27，t=-13.73，p<0.001），校园欺

凌经历与“躺平”倾向的乘积项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0.09，t=2.46，p<0.001）。说明“躺平”倾向在校

园欺凌对负性情绪和自尊的预测中均起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躺平”倾向的调节效应，取“躺

平”倾向得分平均数的正负1个标准差作为高、低“躺

平”倾向的标准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校园欺凌经历对低“躺平”倾向学生的自尊（simple 

slope=-0.27，p<0.001）比对高“躺平”倾向学生（simple 

slope=-0.15，p<0.001）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校园欺凌

经历通过自尊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受到“躺平”倾向的

调节。对于低“躺平”倾向组的学生，校园欺凌经历通

过自尊影响负性情绪的间接效应为0.07，Boot SE=0.02，

95%的置信区间为［0.03，0.11］；对于高“躺平”倾向

组的学生，该中介效应更小，为0.04，Boot SE=0.01，95%

的置信区间为［0.02，0.07］。

此外，校园欺凌经历对高“躺平”倾向组学生的负

性情绪（simple slope=0.45，p<0.001）比对低“躺平”

倾向组学生的负性情绪（simple slope=0.30，p<0.001）

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如图3所示，表明随着躺平倾向的

增高，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明显增强。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5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预测变量
方程 1（因变量：自尊） 方程 2（因变量：负性情绪）

β t 95%CI β t 95%CI

性别 0.05 1.80 -0.00 ～ 0.10 0.03 1.49 -0.10 ～ 0.07

年龄 0.04 2.30* 0.01 ～ 0.07 0.02 1.94 -0.00 ～ 0.49

家庭结构 -0.03 -1.05 -0.08 ～ 0.02 0.04 2.03* 0.00 ～ 0.08

校园欺凌经历 -0.21 -5.80*** -0.28 ～ -0.14 0.38 13.52*** 0.32 ～ 0.43

“躺平”倾向 -0.27 -13.73*** -0.31 ～ -0.23 0.14 8.74*** 0.11 ～ 0.17

校园欺凌经历 ×“躺平”倾向 0.09 2.45*** 0.02 ～ 0.15 0.10 4.00*** 0.05 ～ 0.16

自尊 -0.26 -13.31*** -0.30 ～ -0.22

R2 0.16 0.37

F 47.14*** 125.76***

图 2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ying flat ” tend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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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躺平”倾向在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ying flat” tend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躺平”不仅在校园欺凌经

历与负性情绪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还能调节“校园欺凌

经历—自尊—负性情绪”这一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研

究假设3成立。根据体验回避模型，当个体在遭遇某一

事件后产生了消极情绪，那么个体可能会通过实施某种

行为来逃避这一情绪体验。因此，个体为了减轻由校园

欺凌经历引起的负性情绪会更倾向于通过“躺平”来逃

避。但逃避并不能解决真正问题。长时间的“躺平”不

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会使个体产生无意义感，导致个

体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从而导致自尊的降低

和越来越多的消极情绪［22，23］。

4  研究价值与局限性

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大学生校

园欺凌经历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躺

平”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发现校园欺凌经历与负性情绪密切

相关，提示要在教育工作中进一步关注青少年的校园欺凌问

题，加强对校园欺凌的预防。此外，降低大学生的“躺平”

水平、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有助于缓解校园欺凌经历对负性

情绪的影响，从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

报告数据进行测量，调查结果可能受到多方效应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的样本代表存在局限性，被试群体主要集中

在两所高校，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最

后，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严格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

系，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考察各

变量的动态变化及其作用机制，从而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5  结论

（1）大学生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呈负相关，与负性

情绪呈正相关。

（2）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

3  讨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表明，校园欺凌经历对大学生的

负性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1成立，这一

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经历过校园欺凌的青

少年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更容易在情绪

调节方面出现困难［8，9，13，14］。贝克（Beck）的认知理论

认为，当个体面临压力情境时，与这一情境最相关的图

式会被激活，随后会影响个体如何感知、编码和检索有

关的情境［29］。校园欺凌作为一种充满压力的生活事件，

摧毁了个体稳定、积极的信念系统，诱发了功能性失调

的认知信念，从而增加了个体的消极情绪，使易受伤害

的青少年面临一系列负面结果的风险［30，31］。当校园欺

凌发生，受害者可能将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归于自己，

并认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一情况［32］。因此，他们可能不会

选择去解决问题，而是不断反刍，不断思考负性情绪的

原因、意义与后果，沉溺于负性情绪中［33］。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自尊在校园欺凌经历与

负性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校园欺凌经历不仅能

直接影响负性情绪，还能通过自尊对负性情绪产生中介

作用，证明了研究假设2。校园欺凌的经历可能会使个体

激活消极的自我模式，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和自卑感，

认为自己被排斥、没有价值和无能［34］。这种低自尊的评

价不仅在当下产生，而且能一直延续到成年［14］。而低

自尊的个体往往会感到世界充满敌意，倾向于从负面的

角度来看待各类生活事件和未来，从而产生更多的消极

认知和负性情绪［30，35］。与此相反，高自尊的个体在应

对压力事件时更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较少产生消极的信

念，更容易从负性情绪中恢复过来［36］。本研究中，自尊

的中介作用也表明，经历较少校园欺凌的个体自尊水平

更高，负性情绪更少；而经历较多校园欺凌的个体自尊

水平更低，负性情绪更多。本研究揭示了校园欺凌经历

对负性情绪的作用机制，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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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躺平”调节了校园欺凌经历与自尊、负性情

绪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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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Gan Yulu  Chen Rixin

Zhejia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llege, Zhoush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532 college students. 
They were assessed with the Depression-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
Retrospective Version(DBVS-R), Self-Esteem Scale(SES), “Lying Flat” Tendency Scale(LFTS). Results: The DBVS-R 
scor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ASS-21 scores . The SES scores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BVS-R scores and DASS-21 scores,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 07(95%CI: 0. 05~0. 09, p<0. 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14. 58%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LFTS scores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BVS-R scores and both DASS-21 scores and SES scores. Conclusions: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Lying Fla”t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and Self-Esteem, negative emotions.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victim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elf-esteem;“Lying flat”


